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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铃薯从济荒作物到主粮之变迁

谢从华,柳俊

农业农村部马铃薯生物学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国家蔬菜改良中心华中分中心/

湖北省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马铃薯明末清初仅在民间零散种植,对寒苦瘠薄之地的适应,使之在清中后期成为西南及其毗邻地

区平民救灾度荒之粮,为清政府在西南实施和巩固“改土归流”的民族治理制度提供了大量移民安生立命的粮食

保障.其高产特性使发展马铃薯成为抗战时期保障民食军需的重要措施.１９５０年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中马铃薯种植面积、总产和产值持续增长,马铃薯对主粮作物产值贡献的比例平均为其所占面积比例的２倍以

上.马铃薯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增效以及满足需求侧对食品多元化和健康需求方面,将进一步发挥

其独特的生物学优势,彰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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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郑和下西洋首启大陆间的物种交换是一

个伟大创举,使马铃薯得以来到中国,在华夏６００年

的传播则是马铃薯驯化栽培万年以来在人类历史上

所书写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章.从皇宫珍肴到平民裹

腹之食,从民间自发种植到政府主导推广,马铃薯在

应社会发展之需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

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1　马铃薯是清朝以来平民拯济灾荒的

救命粮和赖以为食的主粮

　　中国历史上灾荒频仍.马铃薯因其耐贫瘠、产
量高,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百姓赖以度荒救灾的重要

粮食作物,拯救了千百万平民.邓拓(亦名邓云特)

１９３７年在«中国救荒史»[１]一书中写道:“我国灾荒

之多,世界罕有,从公元前１８世纪到公元２０世纪

的今日,将近４０００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

年不荒”.据统计,明朝元年至１９３７年计５９８a间,
全国灾害多达２２０９次[１].灾荒相连,饿殍遍野,仅
嘉庆十五年到光绪十四年饿死人数就高达６２７８
万.１９２０－１９４７年的２８a间,全国发生３００万人以

上死亡的重大饥荒有１２次,不完全统计的死亡人数

高达６０００万人,灾民不计其数(https://www．douＧ
ban．com/group/topic/３４８２９１９６/).

马铃薯相较于其他作物,耐受灾害能力强、生育

期短、产量高,最初作为度荒救灾的食物为乡民所

识,并为史书所载.«植物名实图考»记“阳芋”之用

为“疗饥救荒,贫民之储”.１７５０年的«大定府志»在
“阳芋”条目下还附有知府黄宅中的诗«蹲鸱颂»:“春
分种荞 麦,谷 雨 种 包 谷,不 如 栽 阳 芋,一 亩 收 百

斛.”,劝广栽马铃薯以充民食[２].１８２９年的

«宁陕厅志»则明确记载有:“洋芋,此种不知所自来.
山多种之,山民籍以济饥者甚众.”一是说马铃薯在

民间自发扩散,不知其源,二是说山区广泛种植,以
度灾荒.大灾之年,禾谷无收,而作为杂粮贱食的马

铃薯则成了平民的救命粮.史籍类似的记载不胜枚

举.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甘肃新通志»物产有“羊
芋,生山坡地,可作谷食.又一种红芋,味甘美,植之

易生,获利甚厚,兼可救荒.”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
川、黔夏雨成灾,“洋芋腐败,不可食,四乡饿殍甚

众”[３].梁四宝等[４]分析了历史上马铃薯在山西的

经济作用,指出马铃薯的引入增加了山西的粮食作

物种类,作为高产和耐寒耐旱作物,提高了产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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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清末紧张的人地矛盾,成为主要的救荒作物.
可以看出,马铃薯在我国的救荒历史上,发挥了其生

物学优势,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灵.山西寿阳民谣

有云,“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是
马铃薯为平民赖之以拯济灾荒的真实写照[５].

马铃薯为无性繁殖,以块茎作种,繁殖系数仅约

１∶１０.古时乡民得到马铃薯后主要供自己食用,余
下留种,只限亲友乡邻间相互串种,其扩散速度十分

缓慢.尤因当时崇山峻岭鸟道羊肠,其传播范围亦

会十分有限.马铃薯品种的适应性、抗病性、自然灾

害等也会进一步限制其传播速度与范围.但其作为

粮食的重要作用逐步为平民和官府所识,历经清中

后期至民国２００余年,其影响日臻.
因此,马铃薯作为平民主粮的记载在１９世纪日

多,可见其种植规模渐大,用途亦丰.四川«城口厅

志»(１８４４)卷１８记述:“洋芋,厅境嘉庆十二三年始

有之,贫民悉以为食”.直至１９世纪末,四川以马铃

薯作为主食的范围更广.光绪«大宁县志»(１８８５)卷

１明确记载了马铃薯的种植地区和食用群体:“洋
芋邑高山多种此,土人赖以为粮.邻县贫民来

就食者甚众.”光绪«奉节县志»(１８９３)卷１５载有

“苞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

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

食,全恃此矣.”

１９世纪中后期,马铃薯更是成为了鄂西山区决

定丰歉的主要粮食作物.同治«宜昌府志»卷５ 记

有:“山居者所入甚微,岁丰以玉黍、洋芋代粱

稻.”同治«宜都县志»(１８６５)卷l记述:“其深山苦寒

之区,稻麦不生,即玉黍亦不殖者,则以红薯、洋芋代

饭.”同治湖北«房县志»(１８６６)卷１１明确记载马铃

薯是 深 山 百 姓 唯 一 的 主 食:“洋 芋 产 西 南 山

中.至深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同
治«施南府志»(１８７１)卷１０则直接指出恩施绝大多

数人口的温饱取决于高山的马铃薯:“郡在万山

中.郡中 最 高 之 山,地 气 苦 寒,居 民 多 种 洋

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定丰歉.民食稻者

十之三,食杂粮者十之七.”
在马铃薯推广过程中,老百姓还筛选出适宜于

不同生态条件的品种,发展了薯粉加工技术,使马铃

薯既为主粮,又是经济来源.«长乐县志»(１８５２)详
细记载了品种、栽培方法和用途:“洋芋有红乌二种.

红宜高荒,乌宜下湿.高荒二月种,六月收.下湿腊

月种,四月收.窖在土中. 向无此种,近来处

处有之.土人以之作粮,又可作粉,卖出境外,换布

购衣.”与川鄂相似,陕西、山西的马铃薯也是１９世

纪末山民的主要粮食.陕西«孝义厅志»１８８３年载

洋芋“高山民以为主食.”«凤县志»１８９２年载“高山

险僻宜洋芋.”同年的«山西通志»载“阳芋,植尤广,
边县以为粮.”及至民国时期,适于不同地区和用途

的马铃薯品种更加丰富,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效益,
成为了西北地区的主要粮食.山西习称马铃薯为山

药,似乎曾与薯蓣相混淆.１９１８年山西«马邑县志»
赋役志卷一谷之属记有:“山药:古名薯蓣,但薯蓣形

长而此形圆,本名芋,色有黄、红、紫数种,清嘉庆年

其来自福建,盛行于今.三四月下种,七八月收,每
亩多至二千余斤,制粉面多于豆粉、藕粉者.边地贫

寒,赖此为餐,命之源”.１９４２年«洮沙县志»卷３«经
济部门农矿志»谓马铃薯为当地三大主粮之一:
“洋芋,«续通志»谓为土芋,一名土卵,开蓝白

花,结实土内,收益甚丰,农民种之以为食粮三大宗

焉.”２０世纪上半叶,山西成为当时全国马铃薯种植

面积最大的省份,１９３６年种植面积达８２０００hm２,

总产近５０万t,在全省仅次于粟、小麦和高粱[４],晋
北人“赖此为养命之源”[６].甘肃也同样如此.１９３２
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１７９３３hm２,为农作物栽培

面积的１％,总产量１１．７万t;至１９３９年,总产量达

１９．３万t,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近１１％.至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末,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均有马铃薯种植,马
铃薯俨然成为甘肃人民的主粮[７].

2　马铃薯促进了人口发展和社稷安定

无论中外,囯富民丰无不以粮为基,粮食丰足的

盛世则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马铃薯之于近代

人类历史的发展尤著于其他作物.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野蛮和文明”部分,
将马铃薯的出现和人类使用铁器并重,促进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进程:“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

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

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
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１卷７７１页).正如马铃薯与欧洲１９世

纪的人口增长密切关联[８]一样,因其“尤为山民食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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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资”,在中国近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
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如上述史籍所载,马铃薯在１８世纪早中期多地

就有栽培,由最初的度荒救灾的“救命粮”逐步成为

１９世纪乌蒙、武陵和秦巴山区乡民的主食.马铃薯

的发展历史与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趋

势相吻合.中国人口发展史研究[９]显示,明洪武二

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全国人口约６０５４万,明末人口峰

值大约１．６亿.然而,明末清初４０余年,战乱频仍,
瘟疫灾荒连年,人口数量显著下降.在康乾盛世期

间,全国社会稳定,生产普遍恢复.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年)全国人口增长至１．０２亿,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年)上升到１．５亿,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突
破３．１３亿,至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达到４．３亿.有学

者认为,明嘉靖年间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与推广,使
明朝后期人口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乾隆时期大规模

推广种植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９].很显然,
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互为因果.

人口的持续增长亦带来了粮食供给的巨大挑

战.自宋开始的数百年间,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农业

发达,土地“耨耕殆尽”.与之相反的是,西南因崇山

峻岭阻隔,地广人稀,农业生产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

种状态.同时,由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在西南地区形成

了一个个独立割据的小朝廷,对边境安全和中央朝

政形成了重大威胁.晚清左宗棠有云,“立国有疆,
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正是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双重胁迫的形势下,自明永乐开

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制度,以解决土司割据的积

弊.到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滇、黔、桂、川、湘、鄂６
省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废除了土司制,实行了一定任

期的流官治理的政治建置改革[１０].“改土归流”制
度鼓励人口迁移,既是稳定这一改革的政治所需,也
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的矛盾.

“改土归流”成功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成千万汉民落籍于西南、川陕边境及整个汉水流域

的山区.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土家族山区,同治«利川

县志物产»卷７记述:“自改土以来,流人麇至”.
同治«恩施县志风俗志»卷７有:“各处流民挈妻负

子”“接踵而至”,流人“遍满乡邑”.同治«宜昌府

志风俗志»卷７载:“设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

之人入山承垦者甚众”.仅以康熙至道光年间的四

川为例,移民极其后裔为这一地区就增加了２２００
多万人口 (http://www．３６０doc．com/content/１８/

１００５/１２/１０７５６４８７_７９２１５６３９０．shtml).通过改变

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实施与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
成为“改土归流”制度稳定的基石.同时,移民提升

了当地垦殖、采矿、教育和经商水平,建立了国家民

族治理的政治体制.“改土归流”中移民落籍和稳定

的根本前提则是温饱问题的解决.而西南高寒地区

的粮食作物只有马铃薯和荞麦才适应,但荞麦产量

远不及马铃薯.同治«恩施县志»卷７载:“环邑皆高

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

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
穷民赖以为生”.同治«宣恩县志»卷１０载:“宣民居

低山者除稻谷外,以甘薯接济正粮,居高山者除包谷

外,以洋芋为接济正粮”.高寒山区地广人稀,是移

民入籍和垦荒置业的重点地区.马铃薯在１８－１９
世纪西南地区的繁衍和大范围的推广,对实施“改土

归流”的定国安邦制度,缓解人口增长压力,促进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平衡,起到了可以称之为“压舱石”
的作用.翟乾祥[３]研究了１６－１９世纪马铃薯在中

国的传播,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后,马铃薯应人口

骤增和粮食短缺的现实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文
章的注释写道:“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
得其所,并成种源区.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

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

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何炳棣[１１]总结美洲作物

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认为,“美洲作物传华对中国

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长期的革命”.马

铃薯在中国粮食作物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只有马铃薯才可以部分地“征服”贫瘠苦寒的高山地

带,是“绝对‘边缘’的粮食作物”.

２０世纪前后５０a,外侮不断,战事连年,包括

１８５４－１８６０年的第２次鸦片战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的

甲午中日战争,１９００－１９０１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末

民初至抗日战争之间的军阀混战,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的

抗日战争等.战争加上灾荒,国家积贫积弱,饥馑遍

野.“石城千仞,无粟不能守”,粮食成了需要解决拯

救国家于危亡的首要问题.如果说清末民初马铃薯

的发展主要源于民间自发,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铃薯

则作为战略需求受到了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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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

一页.侵略者的杀戮、灾荒等造成劳动力不足,田园

荒芜,水利设施毁损,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在国民党

管辖区、日伪占领区以及抗日根据地都大力发展马

铃薯生产,以解决民食军需问题.日伪占区从朝鲜

和北海道分别引进马铃薯品种“延边红”和“男爵”,
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种植以作民食,而将小麦、稻谷等

征作军粮.民国时期专门设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其
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扩种马

铃薯[１２].在抗日根据地,面对经济封锁之殊况,开
展了大生产运动,垦荒自救,马铃薯就是大力扩种的

农作物之一.中国农业博物馆刘彦威[１３]记述,为丰

富边区的食物资源,延安光华农场引进了美国白皮

马铃薯(USDA．１１３)和四川彭县黄皮马铃薯.由于

马铃薯适应性强,且便于贮藏,既可作蔬菜,又可代

粮食,所以边区政府于１９４４年发出通知,要求推广

马铃薯种植,作为“备荒自卫的重要措施”.改良农

作法是增产粮食最中心的问题,主要措施是新修水

利、精耕细作和推广优良品种和高产作物.引进推

广的“美国白皮”和“彭县黄皮”马铃薯品种分别达到

了８７８ 和 ８２２．５kg/６６７ m２,高 出 当 地 品 种 ２００
kg/６６７m２以上.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马铃薯的推

广,指出“推广种植洋芋,也是增产粮食的重要办法

之一”.１９４３年,边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占粮食面积

的３．２％[１４].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６日,边区政府专门发文

要求“除保持原有洋芋种植面积外,延属、缓德两分

区准备每人平均新增种半亩(３３３m２),陇东分区新

增种８３０００ 亩 (５５３３．３hm２),关 中 分 区 新 增 种

６３０００亩(４２００hm２)”[１５].根据边区１９４３年的耕

地面积和人口估算,相当于新增马铃薯约４３３３３
hm２,加上原有的２６６６６hm２,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约７万hm２,占耕地面积比重提高到８．２％.按每

６６７m２平均增产２００kg计算,年增产２．２亿 kg,人
均达１４５kg,相当于解决了边区全部人口约３个月

的口粮,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

生产的稳定和提高,促进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

权稳定,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3　马铃薯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的优势作物

　　１９５０年以来,我国马铃薯种植规模和产量得到

了稳步提高.２００５年种植规模和总产跃居全球第

一,产业链不断延伸和完善,从仅用于解决温饱到脱

贫致富和农业增效的优势作物,马铃薯展现出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巨大潜力.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重要的

粮食困难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快速的人口增长,
使得粮食安全压力骤增.在发展国民经济第１个五

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期间,国家原农业部把增加“薯
类等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列为农业增产的重要

措施之一,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

５~６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我国粮食、饲料的紧

张情况将有重要的作用”.
马铃薯的发展始终与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紧密关联,这种关联的紧密度在国家保障粮

食安全和脱贫攻坚的战略举措中充分体现出来.

２００６年原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意见»指出,“马铃薯是粮食、蔬菜、饲料和工业原

料兼用的主要农作物,为解决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温饱和食物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力发展马铃

薯产业,有利于保障我国粮食及食物安全、促进民族

产业发展和推进农民增收致富,是应对入世后过渡

期及农业长远发展的战略措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宗旨和资源合理利用的原则.
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新形势下,加快马

铃薯产业发展意义重大”.２００８年原农业部制订了

«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以保

障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提升.马铃薯

是１６个“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农民

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优势农产品”之一,要求着力建

设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南方５个优势区.２０１６
年,«农业部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

要任务,“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和粮食供求形势,顺应

居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多
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积极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意义

十分重大”.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

区域布局,积极推进马铃薯主食开发.２０１７年中

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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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提出,“实施主食加工业提升行动,积极推进传统

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方便食品、休
闲食品、速冻食品、马铃薯主食产品”.

统计数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国马铃薯产业对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作物生产中,我国

１９８２年以前包括马铃薯在内的薯类作物一直按“薯
类作物”进行大类统计,马铃薯、甘薯、木薯等没有细

分,直到１９８２年马铃薯才有单独统计结果.比较联

合国粮农组织(FAO)１９６１－１９８１年中国马铃薯生

产的数据(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和

我国同期薯类作物生产的数据[１６]可以看出,马铃薯

占薯类作物面积的比重快速增长.１９６１年我国马

铃 薯 种 植 面 积 １３０ 万 hm２,１９８１ 年 发 展 到 ２４０
万hm２,占薯类作物的播种面积由１０．８％逐步增加

到２５．０％.其后我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马铃薯占

薯类作物的种植比例稳步增加,２０１８ 年 达 到 了

６６．３％[１６].这些数据说明,马铃薯在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我国马铃薯生产一直处

于快速增长的发展状态.根据FAO 资料(图１)所
计算的总产年增长率,我国马铃薯的发展可大致划

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６１－１９９１平稳发展阶段和１９９１－
２０１８快速增长阶段.在１９９１年前的３０a中,马铃

薯总产由１２９０万t增加到３０４４万t,年增长率为

２．９０％.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马铃薯生产

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总产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

９０３２万t,较１９９１年增长近３倍,这２８年期间的

年增长率达到４．１１％.同时,我国马铃薯面积在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间一直稳步增长,由１３０万 hm２

增加到４４２万hm２,年增长率达到３．３６％.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４８０万hm２左

右(２０１２年曾高达５０３．３万 hm２),年 增 长 率 为

０．１０％.可以看出,１９９１年以前,总产与面积增长

的曲线基本重合,这一阶段马铃薯总产的增长主

要靠面积的增加.而１９９１年以后,马铃薯总产

的增长明显快于种植面积的增加,单产提高是主

要推动因素.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８中国马铃薯生产统计(数据来源: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

Fig．１　PotatoproductioninChinain１９６１－２０１８(source: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

　　马铃薯生产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在单

位面积上较其他粮食作物产出了更多的可食用的干

物质和更高的经济效益.
单位面积可食用干物质产量是作物间产量比较

的一个科学依据.马铃薯平均干物质含量约为

２２％,可食用部分约为９８％,可食用干物质产量的

比例为２１．６％.然而,我国对马铃薯的产量统计一

直沿用马铃薯按５∶１折算成主粮(禾谷类)的比值

计算,这实际上相对低估了马铃薯的生产和实际效

益.根据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稻谷 GB１３５０－１９９９、
小麦 GB１３５１－１９９９、玉米 GB１３５３－２０１８),粮食

水分含量标准水稻为１４．５％,玉米为１４．０％,小麦为

１２．５％,干 物 质 含 量 则 分 别 为 ８５．５％、８６．０％ 和

８７．５％.这３种禾谷类粮食作物的可食用部分除玉

米可视为１００％外,稻谷的糙米平均出米率为８０％,
小麦的平均出粉率为７５％.因此,可食用干物质比

例分别为水稻６８．４％、玉米８６．０％、小麦６５．６％,

３种禾谷类作物平均为７３．５％.若要将马铃薯折算

成禾谷类主粮,应该按０．２１６x＝０．７３５确定换算比

例,因此实际应为３．４∶１而不是５∶１.由此可以看

出,在我国现有统计值的换算中,马铃薯的粮食生产

能力被低估了３２％,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予以纠正.
从１９６１年以来,马铃薯占四大主粮(水稻、玉

米、小麦、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比例由１．９％逐步增加

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９％,其后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４．７％,反
映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根据粮食安全需求所进行的

阶段性调整(图２).这５８a中,马铃薯种植面积占

主粮总面积比例平均为３．７％.图２的数据还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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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总产所占主粮作物总产的比例,按国际上通

行的原粮计算,最低为１９８６年的７％,最高为２００３
年的１５．８％,平均为１１．１３％.按国家统计的５∶１
折算成禾谷类主粮计算,马铃薯最低为１．４５％,最高

为３．６１％,平均为２．４５％.如果按可食用干物质产

量计算,马铃薯则分别为最低２．１６％,最高５．２３％,
平均３．６０％.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马铃

薯单位面积的粮食产出基本与禾谷类作物相当,但
是其生长周期较禾谷类作物短,尤其是适应于禾谷

类作物不能生产的高寒地带或季节,所用耕地几乎

９０％左右为中低产农田,超过７０％的面积分布在我

国大部分原连片贫困地区,是这些地区的主要粮食

作物,可见马铃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

十分显著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２　中国马铃薯面积、总产占主粮生产的比重(据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数据计算)

Fig．２　ProportionsofplantingareaandproductionofpotatotostaplecropsinChina
(calculatedfromthedataof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

　　马铃薯用途广泛,直接食用既是主粮,又是栽培

面积最大的蔬菜.深度开发既可直接加工食品,又
可作为工业原料生产数千种工业产品.薯皮、薯渣

还能加工成饲料、肥料,无一不可利用.FAO 根据

作物总产和可转换成作物原粮的所有产品数量,计
算了作物的总产值(图３).我国马铃薯总产值由

１９６１年的２１．８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７．２亿美

元,５６年间增加了７．７倍.同期马铃薯总产增加了

６．６倍,说明我国马铃薯生产效益不断提高.这一

期间,马铃薯占农业总产值平均为２．９４％,在整个农

业生产的各个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就粮食生产而

言,马铃薯总产值占主粮总产值的８．７４％,约２．４倍

于其所占主粮种植面积的比例.这一点从单位

面积产值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图４).１９６１－２０１６年,马铃薯单位面积产值变

化幅度为１３５０~３４１７美元/hm２,平均为２１７５
美元/hm２.

这一数值分别是水稻的１．６２倍、玉米的４．５６倍

和小麦的５．８０倍,充分说明马铃薯具有很高的比较

效益.马铃薯产业是马铃薯产区,尤其是原贫困地

区的优势农业产业,是扶贫攻坚中稳定脱贫致富的

战略性产业.
毋庸置疑,马铃薯因其在粮食生产上的特殊作

用,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在稳定

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马铃薯亦将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满足需求侧

对食品多元化和健康的需求方面,发挥其独特的生

物学优势,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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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马铃薯产值在农业和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据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数据计算)

Fig．３　ProportionsofpotatooutputvaluetoagricultureandstaplecropsinChina(calculatedfromthedataof
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

图４　马铃薯单位面积产值与水稻、玉米、小麦的比较 (据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数据计算)

Fig．４　Theoutputvalueperunitareaofpotatoascomparedtorice,maizeandwheat(calculatedfromthedata
ofhttp://www．fao．org/faostat,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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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ofpotatofromafaminereliefcroptostaplefoodinChina

XIEConghua,LIUJun

KeyLaboratoryofPotatoBiologyandBiotechnology,Ministryof
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

NationalCenterforVegetableImprovement(CentralChina)/PotatoEngineeringand
TechnologyResearchCenterofHubeiProvinc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　PotatoeswerescatteredonlyinisolatedmountainousareasinthelateMingandearly
QingDynasties．Itsadaptationtothecoldandbarrenlandmadepotatoesafoodforthecivilianstorelieve
thefamineinthesouthwesternChinaanditsadjacentareasinthemiddleandlateQingDynasty,which
alsoprovidedalargenumberofimmigrantswithfoodsecurityfortheQinggovernmenttoimplement
andconsolidatethenationalgovernancesystemof“replacementofchieftainswithcentrallyＧappointed
nonＧhereditaryofficials”inthesouthwesternChina．ItshighＧyieldcharacteristicsmakethedevelopment
ofpotatoesanimportantmeasuretoensurethesuppliesforthecivilianandarmyduringtheAntiＧJapaＧ
neseWar．Since１９５０,thearea,productionandoutputvalueofthepotatohavecontinuedtoincreaseas
the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plansimplemented．ItscontributiontothetotaloutputvalueofstaＧ
plecropsisaveragelyabovetwotimesofitscultivationproportion．Thepotatoindustrywillfurthertake
itsuniquebiologicaladvantagesandhighlightitsimportantstrategicpositioninensuringnationalfood
security,agriculturalefficiencyandmeetingdemandＧsidefooddiversificationandhealthneeds．

Keywords　potato;staplefood;foodsecurity;economicbenefits;fooddiversification;faminerelief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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